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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边境融入型非法移民治理实践及其法理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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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 法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　要］中缅边境部分居民已经进入中国的家庭与社区生活，却因缅甸国家建构遗留的身份断裂和两国制

度错位，成为并非完全由个人选择形成的 “融入型”非法移民。面对能够明确认定却不宜立即遣返的特殊群体，

中国边境基层治理部门以实有人口管理的方式将其接入住所、家庭和村社信息网络，在持续复核中决定暂缓遣

返。因而，暂缓遣返是国家在离境义务确存、但遣返条件尚未成熟时作出的过渡性处置安排。遣返只是实现国

境管理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因而，确认存在离境义务与遣返执行之间并非不可分离。这一分离

在包容审慎理念与比例原则要求下，既不因现实困难放弃规则，也不以机械执行割裂既成秩序。借鉴相似的德

国 “Ｄｕｌｄｕｎｇ（容忍居留）”治理措施，将我国非法移民治理的暂缓遣返措施进一步法治化，促使国家移民管理

进入稳定、正义的法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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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中缅边境，一个人可能没有合法居留证件，却并不隐匿。其有固定住所，与中国边民共同生活，子女

在当地成长。同时，其姓名、住址和家庭关系，均已经进入我国基层公安机关的人口档案。①对于其中已经查

明不具有本国国籍并构成非法居留者，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可以依

法遣送出境。但在边境管理实践中，违法状态被发现并不必然立即转化为遣返行动。部分人员被纳入实有人

口管理，继续生活在原有家庭和社区之中。一个已经进入行政视野、又符合遣送出境条件的人，为什么没有

被立即遣返？这一法律规范与治理实践之间的距离，构成了本文问题的起点。

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员并非来自同一种迁移过程。其中既有与中国边民形成事实婚姻 （更为准确的表述应该

是 “非婚同居”）、长期共同生活的通婚型居留人员③；也有因历史外流、户籍注销和证明材料散失而返回中国

的回流待认定人员④；还有童年时期随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进入中国、成年后仍未解决身份问题的随迁人员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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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人员的国籍状态、居留依据和形成原因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仍可将其统一概括为 “融入型非法移

民”。因为，三者具有同一种特征：他们已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其所处的非法或者身份不明状态，并不完

全来自其个人的自愿选择。对于其中违法居留事实已经查明、实践中又未被立即遣返的现象，本文以

“暂缓遣返”加以概括。①

既有研究主要从这类特殊现象的两端展开。有关跨境婚姻的研究揭示了身份悬置对家庭生活和社会

权利的影响，进而讨论婚姻登记、权益保障与身份合法化。② 学者陈雪进一步注意到，地方政府正在通过

自下而上的治理实践，逐步推动跨境婚姻规范化和移民身份合法化。③ 另一类研究则围绕遣返的概念、性

质和制度功能展开，④ 并指出我国现行遣返制度存在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前置措施不完善等问题⑤。前一

类研究注重有关人员如何进入法律秩序，后一类研究则关心国家如何依法将其排除出境。学者李丽已经

注意到，西南边境部分无合法停居留证件的跨境婚姻外籍人员，实践中通常被纳入实有人口管理而未被

立即遣返。⑥ 但有关研究尚未进一步说明，从应当依法处理的违法状态到实际未被立即遣返，中间经历了

怎样的事实判断和治理过程。

因此，需要追问的不是这类人员是否应当一律留在中国，也不是基层机关能否在法律之外容忍非法

居留，而是实践中的暂缓遣返决定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持续和改变的？这种做法与依法行政之间究竟

形成了怎样的关系？通过中缅边境田野材料、地方公开资料和相关规范的相互印证，本文试图解释这一

尚未被充分描述的治理现象，并进一步讨论支撑其运行的法理依据。⑦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涉外

法治建设，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和法治实施体系。⑧ 对边境治理而言，要求我们不仅需要研究规则如何

完善，更需要解释规则在复杂社会实践中如何得到实施、支撑法律实施的法理何在。

二、“融入型”非法移民

治理的底色是对被治理对象的现实进行建构，而建构的方式首先是命名和分类。基于此，本文将

“通婚型居留人员”“回流待认定型人员”“童年随迁型人员”，结合我们对非法移民的界定，⑨ 将他们统

称为 “融入型非法移民”。本文所称 “融入型非法移民”，是指已经确认其不具有中国国籍或无法确定其

国籍而非法居留于我国境内、但其非法居留状态并非单纯由个人主动逃避相关法律规定所形成的非法移

民。实际上，这些非法移民的形成是其原属国国家能力不足以及相关国家身份制度衔接障碍等超出了个

人能够控制的因素而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这一群体已经在我国边境地区长期、连续生活，并将生活

重心和主要利益关系稳定地联结于当地社会。因而，构成 “融入型非法移民”包含两个递进条件：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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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对实践现象的分析性命名，并非现行法规定的一种居留身份或者正式处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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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居留状态具有非完全自致性；其次，当事人在这一状态持续期间已经形成事实上的社会融入。

（一）通婚型居留人员

通婚型居留人员，是指外籍人员或者无国籍人员与我国公民 （边民）按照当地习俗举行婚礼，以夫

妻名义持续共同生活并形成稳定家庭。当双方当事人未完成婚姻登记，且外方当事人缺少合法停留、居

留依据并已经居留１８０天以上时，成为本文所称 “非法移民”。①

诚然，非法婚姻不当然代表非法居留，但这类人员不能完成婚姻登记几乎与不能获取合法居留证件

的原因是一致的，而且也因此无法简单归结为当事人不愿办理证件。其办理证件的困难首先与缅甸１９８２
年 《公民法》形成的分层身份制度有关。② 这一制度目前仍在延续。该法规定，克钦、掸等在１８２３年以
前已经定居于缅甸境内的 “民族”属于公民。但由此导致的分化是：与中国接壤的缅甸边境地区 （掸邦

和克钦邦）居民如果是克钦族、掸族，那么在语义层面具备成为 “公民”的资格；但在克钦邦、掸邦不

仅只有这两个民族，还有佤族、果敢族、德昂族，这些未被列明的缅甸边境居民，陷入了 “我是谁”的

窘境当中。另外，关键问题不只是这些居民是否具有缅甸公民资格，而是其能否通过缅甸中央政府认可

的材料证明该项资格。

按照缅甸移民与人口部门公布的程序，首次申领身份审查卡通常需要提交以出生登记、家庭户籍和

父母证件能够逐代衔接为前提的材料。③ 这套程序对于长期生活在缅甸民族地方武装 （以下简称 “民地

武”）控制区的居民而言，证明链可能会在任何一环中断。对掸邦农村的研究还发现，位于缅北地区的申

请人往往需要提交更多村社及族群组织证明。一些村社管理人员因为不能确认申请人是否 “真正属于缅

甸”，或者担心错误出具证明会受到追责，会拒绝为其签署材料。④ 因此，即使申请人在法律上具有正式

公民资格，也会长期停留在 “无法证明公民资格”的状态。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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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居留是非法移民的前提，但非法居留者并不当然是非法移民，还需满足持续居留时间条件及是否有长期

居留的主观故意。另外，未登记的婚姻双方当事人也不当然是非法居留者，有的家庭以合法的边民证居留在中国境

内，只是过着 “非婚同居”生活。关于部分跨境通婚家庭成员持边民证进入中国居留情况，笔者于２０１９年２月在云南
省ＭＬ县、２０２６年８月ＲＬ市均观察到此现象。

该法把国民身份区分为正式公民、准公民和归化公民，按照当时缅甸政府的解释，殖民时期进入缅甸的印度人、

华人等人口及其后代已经长期居留，不能一概驱离；但其对外经济、家庭和政治联系又被视为忠诚风险，因而可以保留居住

和谋生资格，却不宜立即取得完整政治权利。三类公民由此成为区分 “本土民族”与殖民时期移民，同时将后者有限吸纳

进国家的一种安排。参见ＢＲＥＴＴＰ，ＫＹＡＷＹＩＮＨＬＡＩＮＧ．Ｍｙａｎｍａｒ'ｓ１９８２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ＬａｗｉｎＣｏｎｔｅｘｔ：ＰｏｌｉｃｙＢｒｉｅｆＳｅｒｉｅｓＮｏ．
１２２．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ＴｏｒｋｅｌＯｐｓａｈｌ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２０２０：１-３；ＹＥＯＳＨ．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ａｎｄ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Ｒｅｇｉｍｅｓ：Ｂｕｒ-
ｍａ，１９８２．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２６．后者收录并分析了奈温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８日关于 《公民法》的讲话。

缅甸移民与人口部．申请国家身份证／公民身份审查卡 ［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９-１４）［２０２６-０９-０１］．ｈｔｔｐｓ：／／ｍｙａｎ-
ｍａｒ．ｇｏｖ．ｍｍ／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１；相关研究参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ＮＳＴＡＴＥＬＥＳＳＮＥＳＳＡＮＤ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ａＦａｕｌｔｙＭａｐ：
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ｉｎＭｙａｎｍａｒ［Ｒ／ＯＬ］．ｏｎＳｔａｔｅｌｅｓｓｎｅｓｓａｎｄ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２０２１：２８-３０［２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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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ＣＡＵＬＩＦＦＥＥＬ．Ｔｈｅ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ｌＬｉｎｅｉ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Ｆａｔｈｅｒ：ＴｈｅＧｅｎｄｅｒ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ｅｌｅｓｓｎｅｓｓｉｎＲｕｒａｌＭｙａｎ-
ｍａｒ［Ｊ］．Ｌａｗ＆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ｑｕｉｒｙ，２０２４，４９（１）：３７７-３８４．

民地武组织建立的并行登记体系进一步说明了这一差别。有关克钦独立组织治理区的研究表明，当地会签发

身份证、家庭登记、出生和死亡证明。这些文件能够在当地社会中确认个人身份、亲属关系和居住事实，但通常不能

被缅甸中央政府的公民登记体系所接受。参见ＨＥＤＳＴＲÖＭＪ．ＷｅｄｄｉｎｇｓａｍｉｄｓｔＷａｒ：ＴｈｅＩｎｔｉｍａｔｅａｎｄ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Ｊ／ＯＬ］．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２３， （７）：８９９-９１３［２０２６-０９-１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ａｎｄｆ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ｍ／ｄｏｉ／ｆｕｌｌ／
１０．１０８０／１３６２１０２５．２０２４．２３２１７２１．中缅边境研究也发现，拉咱、果敢等地居民进入中国时，需要另行申领中国边
境管理机关签发的外国边民出入境证件，因为民地武组织签发的身份证件不能直接得到中国有关机关认可。参见ＺＨＵ
ＴＳ，ＭＥＹＥＲＭ．Ｔｈｅ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Ｌａｂｏｕｒ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ｌ）ｌｅｇ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ｆＭｙａｎ-
ｍａｒＢｏｒｄｅｒＰａｓｓＨｏｌｄｅｒｓ［Ｊ／Ｏ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２５，１３：９１［２０２６-０９-１１］．ｈｔｔｐｓ：／／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０．１１８６／ｓ４０８７８-０２５-００５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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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证件状态直接影响 《中国边民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办法》 （以下简称 “边民婚姻登记办法”）

的实施。简言之，该办法要求提交身份证明 ＋无配偶证明，① 但是中缅边境的缅甸人通常难以二者齐备。

身份证明是三类分别可以替代的证件：（１）护照；（２）国际旅行证件②；（３）边境地区出入境通行证。

第三种在实践中最常见，被称为 “边民证、红书”③。虽然身份证明的取得可理解为 “有钱就行”，但一般

缅甸人有钱的却很少。④ 由于 “有钱就行”，即使不是缅甸边民，来自下缅甸的居民也会通过中介组织，

花钱把户口迁至缅甸木姐 （缅甸与中国瑞丽接壤的边境地区），然后再花钱购买缅甸边民证，依托中缅边

民互通的制度，进入到中国边境地区。⑤ 但即使是这类 “缅甸有钱人”，也未必能够搞定 “无配偶证明”。

无配偶证明的取得涉及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即民地武控制区的行政机构是否属于 《边民婚姻登记

办法》所称的 “毗邻国政府”。《边民婚姻登记办法》第六条为毗邻国边民规定了两条证明路径：一是由

所在国公证机构或者有权机关出具证明，再经过使领馆认证；二是直接由毗邻国边境地区与中国乡 （镇）

人民政府同级的政府出具证明。后一条路径可见地降低了边民取得婚姻状况证明的制度成本。但是，《边

民婚姻登记办法》没有进一步说明，当毗邻国边境地区分别由中央政府与民地武实际控制时，应当如何

考虑证明出具机关的政府资格。

换个角度看，这属于他国内政。缅甸民地武对任何其他国家来说就是缅甸的地方机构，至于他们内

部权力如何分配，便不是外国能够插手的内部事务，其管理权属于缅甸内部地方事权。因此，一些民地

武如果与中方相应机构通过长期合作形成了边境协作关系，能够确认某一行政机构实际负责当地人口及

婚姻状况管理，其出具的证明便可被功能性地作为 “乡级以上政府证明”。⑥ 不过，这种资格证明并没有

形成统一的认定机制。腾冲市的相关公开答复进一步证明，同样是中缅边境地区的涉外婚姻，所面临的

制度困境是不同的，具体实践也不同。当地要求歪莫边民取得缅甸镇级以上政府机关出具的有关证明，

并在实际办理中履行公证等手续。由于缅甸政府机关基本不提供相应材料，腾冲市自开始办理边民婚姻

登记以来 （２０２４年），仅有一对当事人符合登记条件。⑦

因此，当缅甸多套人口管理机制，与中国的入境、居留及婚姻登记制度在边境相遇时，形成了两条

·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 《中国边民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办法》第２条、第６条。
“国际旅行证件”不是某一种名称固定的证件，而是一个兜底概念。简单说，就是护照以外、能够代替护照

用于跨越国境并证明持有人身份的正式旅行文书。

“边民证”“红书”是当地对缅方签发的中缅边境通行证的习惯称呼。访谈对象：某缅籍边民李吉 （化名），

男，果敢族，长期往返果敢老街与中国边境；访谈时间：２０２６年８月；访谈地点：云南省ＮＳ镇。该受访者称，果敢
地区另有绿色封面的边境通行证，当地俗称 “绿书”。关于该证件的签发主体、法律性质和适用范围，尚未获得公开

规范性文件的进一步印证。

访谈对象：某缅籍务工者岩塞 （化名），男 （所属族群从长相推测为孟加拉裔，具体民族不知），来源地不

明；访谈时间：２０２６年８月；访谈地点：云南省ＲＬ市。该受访者称，其在下缅甸务工期间月收入约合人民币４００—
６００元。

访谈对象：某缅籍务工者甲 （化名），女，来自缅甸木姐；访谈时间：２０２６年８月；访谈地点：云南省 ＲＬ
市。该受访者称，部分申请人会通过付费中介办理户籍迁移、护照或者边境通行证。

这里所确认的是境外民事证明的证据效力，而不是民地武的政治地位或者主权资格。云南不同边境县的公开

办事口径已经反映出这种处理方式。沧源佤族自治县２０２５年公布的政策材料将边民通婚的缅方范围明确限定为 “佤

邦勐冒县和南邓特区”，同时要求缅方当事人提交 “缅甸当地乡以上政府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这一表述至少说

明，当地登记实践没有因为有关地区由民地武实际治理，便预先排除其行政机构出具证明的可能性。只要出具机关被

识别为当地乡级以上政府，并且证明能够与当事人的身份证件、边境通行证以及居住信息相互印证，就可能进入中方

婚姻登记的证明体系。参见沧源佤族自治县勐来乡人民政府．民政惠民政策明白卡 ［ＥＢ／ＯＬ］．（２０２５-０４-２８）［２０２６-
０９-２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ａｎｇｙｕａｎ．ｇｏｖ．ｃｎ／ｚｆｘｘｇｋ＿ｃｙｘ＿ｍｌｘ／ａｒｔｖｉｅｗ／１１４４／３２５８３８．ｈｔｍｌ．

参见腾冲市民政局．关于对政协腾冲市第三届三次会议第８７号提案的答复 ［ＥＢ／ＯＬ］．（２０２４-０６-２７）［２０２６-
０９-２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ｅｎｇｃｈｏｎｇ．ｇｏｖ．ｃｎ／ｉｎｆｏ／２５６８１／５４３４７６３．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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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牵连的障碍：一条是外方当事人的身份证明链，另一条是其婚姻状况证明链。当其中任何一条断裂，

当事人就将长期处于家庭关系已经稳定、法律身份却未完成登记的状态。其非法居留固然仍应接受法律

评价，但这种状态的形成不能完全归因于个人逃避管理，而是边境生活事实与两国证件制度衔接困难共

同作用的结果。

（二）回流待定型人员

回流待定型人员，是指本人或者其父母曾经在中国边境地区登记户口或者长期生活，后因外流、户

口注销、代际更替和证明材料散失，在返回中国以后无法直接确认国籍和户籍身份的人员。该类人员最

突出的特征不是已经确定的外国人身份，而是户籍事实、国籍身份与现有证明材料之间发生了断裂。

户口被注销并不当然导致中国国籍丧失。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九条的规定，定居外国

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对于出生在外国的回流人员子女，还应

根据其出生时父母国籍、父母是否定居外国以及本人是否取得外国国籍等事实，依照该法第五条的规定

分别判断。① 因此，既不能因为有关人员没有中国户口便将其直接认定为外国人，也不能因为本人或者父

母曾经在中国生活便推定其当然具有中国国籍。云南省２０１７年出台的无户口人员登记政策已经体现了这
种分类处理思路。② 本文调研中发现，部分个案并非完全没有身份线索，而是历史户籍、出生证明、亲属

关系之间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有的家庭只能找到祖孙、叔侄等隔代或者旁系亲属，有的知情长辈已经

去世，还有的家庭难以承担亲子鉴定费用。③ 云南省相关政策也专门要求各地关注贫困无户口人员难以承

担亲子鉴定费用的问题。④

因此，回流人员在完成国籍认定以前，“暂缓遣返”首先具有为身份核查保留时间的作用，而不只是

对已经确认的非法居留行为暂不处理。

（三）童年随迁型人员

童年随迁型人员，是指未满十六周岁时随父母、监护人或者其他长辈进入中国，此后长期在中国边境地

区生活，但成年后仍未取得明确国籍身份或者合法居留资格的人员。将其单独列为一种类型，是因为其最初

的跨境移动和证件办理通常由成年人决定，身份问题并非本人在具有独立判断能力以后主动造成。⑤

这一群体仍需继续区分不同情况。随回流边民进入中国，并能够依据父母国籍、历史户籍或者亲属

关系主张中国身份的，应当优先归入回流待定型人员；已经确认具有外国国籍或者无法确认国籍，但长

期没有办理停留居留手续的，是本文所称的童年随迁型人员。除本文田野调查中发现⑥以及现有研究掌握

·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５条、第９条、第１３条。
该政策将回流人员区分为符合华侨认定条件、需要申请国籍认定以及可以依据本人或者直系血亲历史户籍材

料认定中国国籍等不同情形，并分别设置户口登记路径。参见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解

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 〔２０１７〕４７号 ［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５-１１）［２０２６-０９-２９］．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ｙｎ．ｇｏｖ．ｃｎ／ｚｗｇｋ／ｚｆｇｂ／２０１７／２０１７ｄ１２ｑ／ｓｚｆｂｇｔｗｊ／２０１９１０／ｔ２０１９１０３１＿１８３８２５．ｈｔｍｌ．

访谈对象：某村小组成员刀杰 （化名），男，傣族；访谈时间：２０２３年７月；访谈地点：云南省 ＭＬ县城市
郊区。该受访者提到，部分家庭虽然保留有历史户籍、出生或者亲属关系线索，但有关材料不能形成完整的身份认定

证据链。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实施意见》第三部分第一项明确提出，有条件

的地区应当针对贫困、特困无户口人员难以承担ＤＮＡ亲子鉴定费用的问题研究减免政策。关于部分家庭只能找到隔
代或者旁系亲属、知情长辈已经去世等情况，访谈对象：某村村组干部刀杰 （化名），男，傣族；访谈时间：２０２３年
７月；访谈地点：云南省ＭＬ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也将未满十六周岁外国人的非法居留责任主要指向未履行监护义务的监护

人，并规定未满十六周岁的外国人原则上不适用拘留审查。参见该法第６１条、第７８条。
访谈对象：某基层工作人员张立 （化名），男，汉族，工作中直接接触无户口儿童及其家庭；访谈时间：

２０１９年２月；访谈地点：云南省ＭＬ县。该受访者提到：“有些村子里的小孩没有户口，母亲也跑了，他们最初是跟
随母亲来到这里的。”该材料只能说明此类现象确实存在，不能据此推断其总体规模和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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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案外，① 腾冲市２０２４年的公开答复也明确提到，将跨境通婚人员的 “偕行子女”纳入实有人口管理

并建立个人档案②。这说明随成年人进入并长期居住的子女已经成为基层管理中的实际对象，但不能据此

推算其人数和地区分布。

上述三类人员是按照身份问题的主要形成原因作出的分析性分类。三者的共同点是其身份状态并非

自愿选择，且在边境长期生活中延续，难以仅凭一次非法居留评价完成处置，更何况他们也已经嵌入边

境当地社会生活当中。

三、“融入型”非法移民暂缓遣返原因

（一）生活习惯塑造出对外籍人员的 “本地人”想象

中缅边境地区经历了多次领土变迁和边界调整。１９６０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的

签订正式划定了两国边界，但两国边民的交往并未因此受到影响。

据官方２０１３年数据，在瑞丽居留 ７日以上的缅籍流动人口共有 ３５４７０人，占常住中国籍人口的
１８.５７％，其比例甚至高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主体民族景颇族 （占比７.３％）的人口比例。③ 在文化领域，
云南边境地区傣族与缅甸少数民族共同信仰南传佛教，重大宗教节日如泼水节、关门节、开门节等期间，

两国边民会进行宗教互访和庆祝活动。④ 当一些集体仪式、符号被创造，让人们参与这些仪式，使用这些

符号，在参与和使用的过程中，他们会真切地感受到是这个特定系统中的成员，产生彼此紧密联系的

感觉。⑤

总的来说，缅甸人的存在已经深深融入了云南边境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缅甸人可能是市场上的商贩、

学校里的学生、耕地里的农民，或者是社区活动中的积极参与者。这种日常的互动和共存，塑造了当地人对

缅甸人的一种特殊想象———他们被视为 “本地人”。这种想象并非意味着将缅甸人等同于中国人，而是当地

人对于缅甸人存在的自然接受和默认状态，已经将其视为边境社会环境的一部分。这种社会现实影响着相关

遣返规定的实施，当地居民与缅甸人之间的日常互动和相互依赖关系，使得他们对于缅甸人的存在持有一种

包容和接纳的态度。这种态度可能会导致当地居民对于遣返规定的执行持有保留态度。

（二）情感伦理 “透镜”下的融入型非法移民

人们描述某一特定对象时所使用的 “透镜”，能够揭示他们对观察对象的共识以及社会期待。对于长期居

留云南边境的外籍人员，学者们在使用 “情感伦理”的透镜观察，反映出非法居留群体在边境社会是弱势群体

的现实。比如，周灿、李木汤、李茂琳等３位学者在瑞丽市等嘎村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回流边民面临着极度
贫困、无户口、子女教育难等生存困境。如其调研的个案所述：“宽ＸＸ，１９５８年跟随父母跑去缅甸，１９９６年结
婚，没有结婚证件。２００９年回流中国投靠姐姐一家，大女儿在瑞丽一中读书，２０１８年高中毕业，因为没有户口，
不能参加高考，２０１９年到芒市补习，其间她家才落户，２０１９年８月考上了一所二本院校。”这户人家比较幸运，
最终落了户，子女教育问题得到了解决。但也有生活比较困难的家庭，如回流边民亚偏ＸＸ，女，景颇族，８２
岁，卧病在床，患老年痴呆，丈夫已故，２个女儿已经远嫁，儿子和儿媳病故。家中实际在家人口４人，孙媳是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现有研究记载了一个回流边民家庭，该家庭的后代因亲子鉴定问题无法落户，其中孙媳为缅甸人，亦未与中

国籍配偶完成婚姻登记．参见周灿，李木汤，李茂琳．中缅边境景颇族回流边民家庭生存状况研究：以云南省瑞丽市
等嘎村为例 ［Ｊ］．黑龙江民族丛刊，２０２０，（３）：３６-４０．

腾冲市民政局．关于对政协腾冲市第三届三次会议第８７号提案的答复 ［ＥＢ／ＯＬ］．（２０２４-０６-２７）［２０２６-０９-
２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ｅｎｇｃｈｏｎｇ．ｇｏｖ．ｃｎ／ｉｎｆｏ／２５６８１／５４３４７６３．ｈｔｍ．

田素庆．中缅边境城镇缅甸籍人员生计方式与生活空间———基于云南瑞丽的调查 ［Ｊ］．民族学刊，２０１７，
（１）：７５-８３＋１１９-１２１．

王友梅，保跃平．边民跨国婚姻的正式制度设计与非正式制度影响因素———以云南省为例 ［Ａ］．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２０１３２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ＲＭＩ２０１３）Ｖｏｌｕｍｅ４５会议论文集
［Ｃ］．２０１３．

大卫·英格里斯，克里斯托弗·索普．社会理论的邀请 ［Ｍ］．何蓉，刘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２：４８．



罗　刚，等：中缅边境融入型非法移民治理实践及其法理阐释 特稿

缅籍，会说景颇语、缅语，是主要劳动力。孙子、重孙进行了亲子鉴定，因血缘不匹配均不能落户。２０１９年家
庭年收入预计７８６４元，人均收入１９６６元，村委会对他们一家非常关心，按政策推荐享受低保。①

不仅研究人员在使用情感伦理透镜观察，边境社会成员也同情且关心着这类群体。他们基本生活于

边境农村，并且属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这样的情感透镜之下，再叠加前文所述的对缅甸人的 “本地

人”想象，形成了对融入型非法移民的同情及默认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下，执法人员似乎容易陷入 “情”

与 “法”的冲突之中。但是，实际情况未必只是所谓 “同情”致使的暂缓遣返。

（三）执法人员的低威胁判断与遣返保留

如果我们认为 “本地人”想象和情感伦理 “透镜”就是暂缓遣返的原因，意味着这样一个假设是成

立的：边境社会中，近乎所有成员对缅甸人、对融入型非法移民都抱有包容、同情、怜悯之心，边境执

法人员受制于这些民意甚至构成民意本身，最终被迫或主动地不遣返该类非法移民。但经过进一步分析，

我们又能够找到相反的观点。正如学者喻中所说，民意是破碎的，② 前述假设的民意并未形成统一的同

情。更有甚者，学者熊威已经发现了边境社会成员对缅甸人的 “污名化”，而不是 “同情”。③ 可见，边境

社会成员并非全体都能够包容和接受缅甸人，也并未形成大范围的、统一的民意去阻止执法人员执行遣

返。那么，究竟还有什么其他因素导致了暂缓遣返现象？

我们认为，除了外部客观因素导致的遣返不能以外，影响遣返决策的是执法人员对融入型非法移民

的低威胁判断，这种认知当然地又受到边境社会对外籍人员的 “本地人想象”和 “情感伦理外观”的塑

造。本文与当地知情者访谈中证实了这一观点，他们的说法是：“这些人如果和中国人产生事实婚姻，就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相当乱、搅，就联系相关部门遣送出境。”④

其中，“如果乱、搅”这一话语，就是对该类非法移民的威胁性判断，而这一威胁性判断正来自于边境治

理部门与居民的互动中传递出的信息，认为他们像本地人、而且受到家庭伦理的羁绊，加之该类非法移民的活

动范围有限。在边境执法人员眼中，这些群体一般情况下不会作出破坏秩序的行为，能够保持社会秩序，因此

才选择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执法人员如此笃定该类非法移民基本不会作出破坏秩序的行为，是因为当地的生

活环境在无形中对他们形成了微观的约束机制。以生活在农村的该类非法移民为例，他们生活结构简单、活动

范围小，以村为范围，以家为单元，最远也就是来到县城。有的因为语言不通或者比较胆小的缘故，一般只会

在村内活动。而且，他们并没有被排斥在村寨的治理范围之外，有的甚至在村里能够分配到土地可以耕种或者

盖房子，当然这种分配并不具有法律意义，他们只享有暂时性的使用权利。⑤ 也因为她们被编织在边境社会治理

当中，相关部门才能实现威胁判断，进而让暂缓遣返不是一种放任，而是持续的秩序再生产活动。

由此引出了暂缓遣返的全貌，如前文所述，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实践，它本身嵌入在边境基层

社会治理当中。执法人员之所以能够实现 “暂缓”，是因为对风险信息有足够的掌控力，而这一掌控力背

后是一条边境基层社会的人口治理链。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周灿，李木汤，李茂琳．中缅边境景颇族回流边民家庭生存状况研究：以云南省瑞丽市等嘎村为例 ［Ｊ］．黑龙江
民族丛刊，２０２０，（３）：３６-４０．

喻中．法学的想象力 ［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３：２１４．
对嫁到中国的缅甸妇女、来中国打工的缅甸劳工以及来中国走亲访友的缅甸人进行的调查发现，在他们身边

围绕着身份污名化、身体污名化、生活污名化的问题。参见熊威．跨境流动、污名话语与国家认同：基于中缅边境田
野调查的思考 ［Ｊ］．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２０２０，（３）：６４-７０．

访谈对象：某基层工作人员刀流云 （化名），男，佤族，直接参与边境外籍人员管理事务；访谈时间：２０１９
年２月；访谈地点：云南省ＸＭ县。同一个含义的说法，我们在同年３月时在云南省ＭＬ县和相同职能工作人员漫谈
时亦有所闻。

访谈对象：某村村组干部丙 （化名），女，傣族；访谈时间：２０２５年８月；访谈地点：云南省ＲＬ市。该受访者称，
个别长期生活于当地的跨境通婚家庭曾被允许使用村寨土地从事耕种或者修建住房，但有关人员并未因此取得相应土地权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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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暂缓遣返依托的基层人口治理

如果我们将相关治理实践连接起来分析，可以看到一条大致的运作链条：在物防技防人防建设使出

入境合法化程度逐步提升的基础上，公安机关①通过证件分类入境人员，然后沿着入境人员的生计、住所

发现并登记人员，继而借助家庭、村社、房东、用工单位和公共机构持续掌握其生活轨迹，最后根据信

息的变化重新决定处置方式。

（一）从 “住所”进入治理：发现与管控

融入型非法移民已经越过最初的入境阶段，基层公安机关面对的是一个居住在中国籍配偶家中、亲

属家中或者出租房屋中的人。执法机关如果决定暂缓遣返，首先需要解决的便是这个人是谁、住在哪里、

与谁共同生活以及如何再次找到他 （她）。

住宿登记为这种联系提供了基本入口。《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外国人

在旅馆以外的其他住所居住或者住宿的，应当在入住后二十四小时内由本人或者留宿人，向居住地的公

安机关办理登记。登记事项由此不再只取决于外国人本人，中国籍配偶、亲属、房东以及其他留宿人也

被接入信息申报过程。可见，住宿登记使人、房屋和某类社会关系建立起可以持续更新的行政联系。这

种联系让公安机关能够再次找到本人，也能够在住所发生变化时发现原有判断所依据的事实已经改变。

这类管理通常表现为 “一人一档”、人员信息录入境外边民基础管理平台或者社区警务系统，并通过

入户走访和见面核查来更新信息。笔者调研时得以观察了这一过程，② 该制度被称为 “一标三实”。③ 社区

民警会使用一个由省级部门或者州市级部门开发的手机应用系统，所有收集的信息都上传到这一系统中，

包括证件、人脸、住址、房东、用人单位、社会关系等信息。如果收集对象是民宿、出租屋、酒店，那

么经营者的手机上也会下载同一应用，人员的留去信息，主要维护者恰是这些经营者。社区民警在要求

他们下载、注册、登入信息后，其主要工作就是不定期地走访核实信息是否发生变化而未更新。就在这

一人口信息的共同维护中，治理环节得以串联。

（二）生活关系的维持：家庭、村社、房东与公共机构

一份人口信息档案不会自动反映其后发生的变化，察觉变化及其中的风险，需要公共机构与社会主

体共同完成。因此，暂缓遣返嵌入风险治理的第二个环节，是把人员档案连接到家庭、村社、房屋和工

作场所之中。

通常会认为，由于人员结构相对简单，在边境村寨维护人口信息的难度不大，但从笔者调研情况来

看，村寨里的人口信息维护反而更困难。由于现在的人口信息维护是依靠操作手机应用完成的，如果某

个知悉情况的人刚好不擅长操作，那么信息更新就一定会是滞后或者错误。在中缅边境城市郊区的村庄

里调研时刚好发现这一情况。一户做中缅边境贸易的人家，早些年赚了钱，完成了 “原始积累”，因此回

村重金修建了一栋直角型的五层楼民宿，据说共花费了近４００万人民币。由于家主仍然要跑贸易，这一民
宿生意就交给了家主的母亲。她年纪其实不大，不过５０岁出头，但就是不太会操作手机。闹出的笑话是，

·８·

①

②

③

这里的公安机关包含国家移民局及其辖下的边境派出所，２０１８年机构改革将公安部的出入境管理、边防检查
职责整合，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由公安部管理。参见国务院．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３-１７）［２０２６-
１０-０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ａｃ．ｇｏｖ．ｃｎ／２０１８-０３／１８／ｃ＿１１２２５５２６６３．ｈｔｍ．

观察事项：社区民警使用移动应用登记、核验境外人员信息；观察时间：２０２６年８月；观察地点：云南省
ＲＬ市。观察内容包括证件、住址、房东、用人单位及人员离去信息的录入和更新。具体应用名称、社区名称和工作
人员身份做匿名化处理。

从公开资料来看，一标三实是公安部门的一项基层社会治理职能的实践，比如保山市隆阳区公安机关将境外

人员纳入辖区派出所实有人口管理，并将其信息录入境外边民基础管理平台和社区警务 “一标三实”系统。参见隆阳

区民政局．关于对政协隆阳区六届三次会议第０６０３００３７号提案的答复 ［ＥＢ／ＯＬ］．（２０２４-０８-０５）［２０２６-１０-０１］．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ｌｏｎｇｙａｎｇ．ｇｏｖ．ｃｎ／ｉｎｆｏ／２８６９／１３８０５９１９．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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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只有两个缅甸人在住，但她仍然登记着１３个缅甸人，这两个缅甸人明明都是男性，但都登记在一个
房间里。如若不是社区民警常来走访复核，恐怕这个信息会一直错下去。

外来人员进入城镇后，虽然管理的人口基数变大，但房东和用工场所的工作人员都相对熟悉现代管

理技术，其信息维护的难度反而不大；加上城区里的房东和用工单位对法律的敏感度更强，信息的更新

效率基本能达到 “变则更”。而且一旦有外国人出现某种 “异常”时，清楚法律责任的他们往往会选择寻

求公共机构来解决 “异常”。

另外，这条治理链条不只有公安机关和治安信息部门。长期居留的跨境通婚人员还会因婚姻登记、

子女出生与就学、疾病治疗、就业和困难救助而与民政、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发生联系。

腾冲市在当地就设立了境外人员管理服务中心，并对跨境婚姻家庭开展传染病检测、困难救助、技能培

训和就业服务。① 这些事项虽然首先解决的是家庭已经产生的具体生活问题，但从治理后果看，也使有关

人员不必只在发生违法行为时才被发现。管理与服务在这里形成了不同方向的联系。公安机关掌握身份、

住所和违法风险，其他部门处理健康、就业和家庭困难，相关事实的变化又会影响公安机关对继续暂缓

遣返是否适当的判断。

（三）随着事实变化调整处置：复核与转换

暂缓遣返嵌入风险治理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根据事实变化重新决定处置方式。前述住所登记、家庭

联系、村社走访和部门服务所形成的信息，最终都需要回到同一个问题：最初暂缓遣返所依据的事实是

否仍然存在。这种复核与转换被嵌入在基层派出所的 “两队一室”组织机制中。

所谓 “两队一室”是指一个综合指挥室、案件办理队与社区警务队。综合指挥室汇集了住宿登记、

实有人口档案、警情和社区走访等信息，对变化的情形形成核查任务，由社区警务队通过见面走访，并

向村社、房东、用人单位和中国籍家庭成员交叉核实，再将结果反馈综合指挥室。由此形成 “指令接收

—分发办理—结果反馈”的闭环运行。对于 “融入型”非法移民，复核结果随即转化为不同的处置路径：

（１）原暂缓事由仍然存在，且未出现足以改变原处置判断的新事实，继续纳入实有人口管理；（２）身份
材料已经补足并可能符合法定停留、居留条件的，转交出入境管理机构审查；（３）遣返障碍消失或者出
现新的违法线索的，由案件办理队调查取证，并报请或者移送有权机关决定是否遣返或者采取其他法定

措施。因此，“两队一室”这一基层组织机制通过 “研判—核查—反馈—分流”的信息流转，使暂缓遣返

能够随事实变化而继续、转轨或者终止。

至此，我们分析了暂缓遣返依托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得到的是其现实合理性，也即 “没有放任，而

是在管控之中”。但这还不够，边境治理法治化还需要进一步追问，这种实践为何能够在法理上成立。回

答这一问题，需要重新分析暂缓遣返所面对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治理者面对这一问题背后的理念是什么？

在相应理念之下，揭示非法居留与遣返之间的关系。

五、暂缓遣返的法理定位：跨国制度断裂的中国回应

（一）问题的性质：国家建构断裂的跨境行为

暂缓遣返所面对的，不只是部分外国人或无国籍人难以及时遣返的问题，而是缅甸国家建构中长期

未能解决的成员资格与权力统合问题，只是这一问题以人口流动的方式与中国边境产生了关联。

英国对缅甸殖民时期形成的 “分而治之”策略，并未随着英国离开缅甸而消失。缅甸独立以来，中

央政府与多个民族地方武装组织围绕领土、自治和政治权力持续地冲突着，在这些冲突中形成了国家权

力与人口管理之间的距离。２０２１年的武装冲突又进一步扩大了这一距离。距离产生的制度结果经由人口

·９·

① 腾冲市民政局．关于对政协腾冲市第三届三次会议第８７号提案的答复 ［ＥＢ／ＯＬ］．（２０２４-０６-２７）［２０２６-０９-
２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ｅｎｇｃｈｏｎｇ．ｇｏｖ．ｃｎ／ｉｎｆｏ／２５６８１／５４３４７６３．ｈｔｍ．该答复显示，截至２０２４年５月１６日，腾冲市摸排出与本
地居民通婚并实际居住的涉外婚姻人员３３３９人，其中多数没有合法入境或者居留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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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被传导到中国。在中国边境一侧转化为婚姻难以登记、居留资格无法取得而遣返又难以实际执行的

系列问题。

因此，融入型非法移民问题的基本性质，是缅甸国家建构和国家能力断裂所产生的跨境行为后果，

只能由中国边境社会和行政机关实际承接这一后果。暂缓遣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获得讨论的起点：它不

是对违法状态的认可，而是在跨国处置条件尚未成熟时，为后续处置保留必要时间。因而，暂缓遣返所

面对的问题不是法律规范不够完善，而是缺乏其适用所需要的事实和条件。对于非法移民，原则上应当

受到处理应该及时遣返，但不确定的是当事人真实身份能否查明、缅甸方面能否接收、家庭依赖关系如

何安排，以及立即遣返是否会引起再次非法入境或者相关人员转入 “地下”生活。而面对这类复杂的现

实困境，新中国的治理理念中已经有所突破，这一理念就是 “包容审慎监管”。

（二）包容审慎治理：在不确定性中保留处置空间

中国社会治理形成了一种重要经验，不急于以既有规则封闭其发展可能，而是在守住国家安全底线

的前提下允许其先行生长，再根据实践中显现的功能、风险和社会后果逐步形成规范，也即 “包容审慎

治理”。

当我们回望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网络购物、移动支付和网约车时，很容易忘记，它们诞生之

初也曾是 “不合法”现象。① 更准确地说，这些新事物首先作为社会现象出现，此后才逐渐获得明确的法

律肯定。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经验正在于，不是简单地容忍违法，也不急于以既有规定将其整体排除，

而是在发展过程中辨认其社会功能和现实风险，再决定哪些内容可以吸收，哪些需要改造，哪些必须

退出。②

当然，人的身份处境不能与商业业态等量齐观，融入型非法移民也不是 “新事物”。重要的是为了说

明一种治理理念：当既有法律分类无法完整承接已经形成的社会现象时，国家并非只能在立即排除与完

全承认之间二选一，还可以先维持必要管理，在变化中寻找适当的法治路径。暂缓遣返所体现的正是这

种理念。当这一理念再聚焦到融入型非法移民场景时，问题将具体化为：“不享有居留资格”与 “执行遣

返”是否区分得开？前者决定着当事人是否负有离境义务，后者则取决于身份核验、目的国接收和基本

权利保障等条件。德国 “Ｄｕｌｄｕｎｇ”的意义，正在于较早地将二者进行区分，并转化为一个可以被法律识
别的阶段。

（三）居留判断与遣返执行的分离：德国 “Ｄｕｌｄｕｎｇ”制度
联邦德国法上的 “Ｄｕｌｄｕｎｇ”，字面上虽有 “容忍居留”之意，但其法定名称是 “暂时停止遣返”

（ｖｏｒüｂｅｒｇｅｈｅｎｄｅＡｕｓｓｅｔｚｕｎｇｄｅｒＡｂｓｃｈｉｅｂｕｎｇ）。它不是居留许可，也不消除当事人的离境义务。
“Ｄｕｌｄｕｎｇ”来自战后联邦德国 （西德），它面对 “没有居留权却无法遣返”的人员时，不得不对法律

与现实之间的裂缝作出回应。联邦德国 （西德）成立以后，外国人的入境和居留一度继续受到１９３８年
《外国人警察条例》的调整。与此同时，其 《基本法》确立了政治避难权，《难民公约》所包含的不遣返

·０１·

①

②

详细分析见大象放映室．这些 ＡＰＰ当年都 “不合法”，为什么没被国家关掉？ ［ＥＢ／ＯＬ］．（２０２６-０９-２３）
［２０２６-１０-０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ｉｌｉｂｉｌｉ．ｃｏｍ／ｖｉｄｅｏ／ＢＶ１Ｘ８ｈｔ６５Ｅ３Ｅ／．

网络购物与移动支付的形成便经历了这一过程。网络交易兴起之初，传统合同制度当然仍可适用，但点击确

认能否构成有效意思表示、数据电文能否满足书面形式要求、电子记录如何证明交易内容，并没有获得充分明确的回

答。２００４年制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没有禁止网络交易，而是承认符合条件的数据电文和电子签名具

有法律效力，由此为已经发生的交易实践提供了进入法律秩序的接口。随着网上交易规模扩大，第三方支付又开始承

担买卖双方之间的资金保管和划转功能。它解决了陌生人交易中的信任问题，却也使非银行机构事实上进入传统金融

规则没有充分预见的资金流转领域。２０１０年 《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没有取消这种已经形成的支付方式，

而是通过业务许可把网络支付确认为一种可以依法经营的业务，同时将客户资金、支付安全和机构准入纳入监管。直

到２０１８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出台，平台责任、经营者登记、消费者保护和交易规则才获得更加系统的

规定。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网购与移动支付，实际上经历了从事实先行、局部承认到规则逐渐完整的漫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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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也开始进入西德法律秩序。１９５５年以后，西德为满足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大规模招募 “客籍

工人”。国家既需要外国劳动力，也愿意接纳外国流亡者，却长期不承认自己已经成为移民国家。外国人

因而被理解为可以进入德国从事劳动、接受保护或者暂时生活，但原则上仍应在相应事由消失后离开的

“客人”。①

这一制度很快遇到了一批无法按照 “准许居留或者遣返回国”二分法处理的人。一些人员不能证明

自己受到足以获得难民身份的个别迫害，却又不能被轻易地送回原居住国。因为，将其遣返将违反联邦

德国 （西德）所宣示的人权立场，也会损害联邦德国 （西德）作为 “自由西方”一员的政治形象。另

外，即使联邦德国决定遣返，来源国也未必承认其国籍或者同意接收。１９６２年提交德国联邦议会的 《外

国人法》草案直接记录了这一困境。草案说明，过去对于无权留在联邦德国，遣返却因政治或者人道原

因没有执行的外国人，法律没有规定其应处于何种状态。在原有制度下，当事人既不能离开，又因没有

居留许可而持续处于违法状态，甚至不能合法工作，实际上被推入更深的 “非法状态”。为填补这一空

白，草案设置了 “Ｄｕｌｄｕｎｇ”，由行政机关正式停止遣返，使当事人在等待遣返期间能够继续停留，而不

单纯因其存在而不断与法律发生冲突，但又不因此获得正式居留权。草案中的规定最终成为１９６５年 《外

国人法》第１７条。②

１９９０年重新制定 《外国人法》时，联邦德国立法机关仍将 “Ｄｕｌｄｕｎｇ”称为 “不可缺少”的制度。

立法说明承认，外国人的离境义务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能立即执行。但同时强调 “Ｄｕｌｄｕｎｇ”仅仅意味着

暂不实施遣返，离境义务仍然存续。③ ２００５年 《居留法》第６０ａ条延续了这一结构：因事实或者法律原因

不能遣返且未发给居留许可的，行政机关应当停止遣返；存在紧迫的人道、个人原因或者重大公共利益

时，也可以允许当事人暂时继续停留。行政机关应当签发暂缓遣返证明，妨碍遣返的原因消失后，则可

以撤销 “Ｄｕｌｄｕｎｇ”并恢复执行。④

虽然中缅边境与联邦德国边境之间的情况不同，但 “Ｄｕｌｄｕｎｇ”提示了一种可能：确认违法居留与实

施遣返有时可以分离。前者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继续居留的资格，后者考察国家强制在此时是否可能、

必要和适当。另外，遣返既然是维护国境秩序的手段，其执行便不能脱离事实条件而成为目的本身。对

于中缅边境融入型非法移民而言，值得借鉴的不是复制 “Ｄｕｌｄｕｎｇ”这一身份类型，而是在未来，将事实

上的暂缓遣返进一步制度化，让其成为理由能够被说明、人员状态能够持续复核、结果可以转换的阶段

性处置。同时，德国 “链式容忍”的教训也表明，⑤ 暂缓不能成为没有期限的法律悬置，条件成熟时应当

·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ＵＲＧＥＮＳＪ．ＴｈｅＬｅｇａｃｉｅｓｏｆＬａｂｏｒ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ＧｕｅｓｔＷｏｒｋｅｒ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Ｃａｒ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ｉｎ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Ｇｅｒｍａｎｙ［Ｊ］．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０，２９（４）：３４５-３５５．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ＥｎｔｗｕｒｆｅｉｎｅｓＡｕｓｌäｎｄｅｒｇｅｓｅｔｚｅｓ：ＤｒｕｃｋｓａｃｈｅＩＶ／８６８［Ｒ／ＯＬ］．Ｂｏｎ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１９６２：１０，１５［２０２６-１０-０１］．ｈｔｔｐｓ：／／ｄｓｅｒｖｅｒ．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ｄｅ／ｂｔｄ／０４／００８／０４００８６８．ｐｄｆ；ＢＵＮＤＥＳＲＥＰＵＢ-
ＬＩＫ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Ａｕｓｌäｎｄｅｒｇｅｓｅｔｚｖｏｍ２８．Ａｐｒｉｌ１９６５：§１７［Ｒ／ＯＬ］．Ｂｕｎｄｅｓｇｅｓｅｔｚｂｌａｔｔ，１９６５，ＴｅｉｌＩ：３５３［２０２６-１０-
０１］．ｈｔｔｐｓ：／／ｍｅｄｉａ．ｏｆｆｅｎｅｇｅｓｅｔｚｅ．ｄｅ／ｂｇｂｌ１／１９６５／ｂｇｂｌ１＿１９６５＿１９．ｐｄｆ．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ＥｎｔｗｕｒｆｅｉｎｅｓＧｅｓｅｔｚｅｓｚｕｒＮｅｕｒｅｇｅｌｕｎｇｄｅｓＡｕｓｌäｎｄｅｒｒｅｃｈｔｓ：Ｄｒｕｃｋｓａｃｈｅ１１／６３２１［Ｒ／
ＯＬ］．Ｂｏｎ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１９９０：７５［２０２６-１０-０１］．ｈｔｔｐｓ：／／ｄｓｅｒｖｅｒ．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ｄｅ／ｂｔｄ／１１／０６３／１１０６３２１．ｐｄｆ．

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ＵＭＤＥＲＪＵＳＴＩＺ，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ＦüＲＪＵＳＴＩＺ．Ａｕｆｅｎｔｈａｌｔｓｇｅｓｅｔｚ：§６０ａＡｂｓ．２-５［Ｚ／ＯＬ］．
［２０２６-１０-０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ｅｓｅｔｚｅ-ｉｍ-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ｄｅ／ａｕｆｅｎｔｈｇ＿２００４／＿＿６０ａ．ｈｔｍｌ．

所谓 “链式容忍”，是指遣返障碍长期存在，行政机关只能反复签发短期 Ｄｕｌｄｕｎｇ证明。形式上，每一次暂
停都是临时的；实际上，当事人可能数年甚至数十年处于 “负有离境义务、却不能被遣返”的状态。德国政府提交的

法案曾指出，截至２０２１年底，德国共有２４２０２９名 Ｄｕｌｄｕｎｇ持有人，其中１３６６０５人已经持续５年以上，并明确承认
“链式容忍”妨碍社会融入，也给主管机关造成较高的行政负担。参见ＢＵＮＤＥＳ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ＥｎｔｗｕｒｆｅｉｎｅｓＧｅｓｅｔｚｅｓｚｕｒ
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ｅｉｎｅｓＣｈａｎｃｅｎ-Ａｕｆｅｎｔｈａｌｔｓｒｅｃｈｔｓ：Ｄｒｕｃｋｓａｃｈｅ２０／３７１７［Ｒ／ＯＬ］．Ｂｅｒｌ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２０２２：１，１６
［２０２６-１０-０１］．ｈｔｔｐｓ：／／ｄｓｅｒｖｅｒ．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ｄｅ／ｂｔｄ／２０／０３７／２００３７１７．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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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遣返，或者身份材料补足后应当转入其他相应程序。

六、结　语
中缅边境融入型非法移民的存在，是由于缅甸国家建构、边境人口流动与两国身份制度衔接不畅的

结果，形成了法律规范明确而处置条件尚不完备的治理难题。其非法状态既不能仅仅归结为个人选择，

也不能因此脱离中国法的约束。因而，边境基层治理逐渐形成了从实有人口管理到处置方式转换的治理

链条。暂缓遣返不是对违法状态的消极容忍，更不是法外授予的居留资格，而是在确认离境义务、遣返

条件尚未成熟时，对国家强制手段作出的阶段性保留。

这也表明，法治的力量，不只表现为彰显其强制与权威，也表现为国家能够在复杂事实面前保持区

分、克制与持续的行动。遣返只是实现国境与社会秩序的手段，而不是法治自身的目的。当遣返不能有

效再生产秩序时，以包容审慎的方式维持人员的风险可控，正是比例原则在边境治理中的具体展开。大

国之治的智慧或正在于此，既不因现实复杂而放弃规则，也不以机械执行规则而割裂已经形成的社会生

活，而是在动态治理中使事实重新进入秩序，使秩序最终获得稳定而合乎正义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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